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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美国特色史学的努力:柯文“中国中心观”探析

王 瑞
(南阳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,河南 南阳473061)

摘 要:柯文强调美国史家的身份、美国特色史学,旨在凸显“中国中心观”展现的内部视角或

移情方法对于美国中国学家的价值。作为深受本国政治历史文化熏陶的美国史家,当其研究异域

文化中国历史时,要完成内部视角观察中国的任务、达到求真的目的,只能用移情方法去感受、去审

视,进而发掘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。正因为柯文强调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,以此标准衡量

“中国中心观”的四个特征则可以看出,如果没有第一个特征,其他三个特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,这

反映了“中国中心观”的时代局限性。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,一些其他因素加入其列,可补益“中

国中心观”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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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柯文提出的“中国中心观”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中

的重要理论,然而一些学者从具体历史进程角度批

评柯文过分强调内部因素而忽视西方在近代中国的

作用,认为“冲击—反应论”有其合理层面。这种认

识忽视了柯著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中重点探讨的是

“历史学家的角度”。该角度主要涉及美国政治、思
想与文化环境影响下的美国史学的前提假设,它们

左右了美国史家的问题意识,进而形成了具有美国

特色的史学研究。而冲破文化、政治、思想环境束

缚,只能依靠“中国中心观”提倡的移情说。如果没

有“历史学家的角度”加以规范,关于具体历史进程

中涉及的内外因素的争议,在是否破除西方中心论

面前,将会失去讨论的必要。目前学界对此涉及不

多①,笔者对此作一梳理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谁为中心:学界关于“冲击—反应论”
“中国中心观”的争议

  20世纪80年代,柯文曾明确说过,相对于“冲
击—反应论”,“中国中心观”在理解中国方面“更加地

深入”,代表着“美国历史编撰学”的进步。在他看来,
“冲击—反应论”等早期理论太注重西方这种外在因

素在近代中国发挥的作用,忽略了中国内部因素,从
这一角度审视,强调“内部过程和动力”的“中国中心

观”则是代表着一种在“正确方向”上的进步②。这是

从“历史直接参与者的角度”观察出来的,说明“中国

中心观”确实含有用“内部动力因素”代替“外部刺激

因素”的成分。为什么柯文会这么说?
(一)“冲击—反应论”的局限性

1954年费正清等人就说过:“‘刺激’(或‘冲
击’)和‘回应’的表述并不严谨。我们斗胆假设‘西
方冲击’发生在前,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‘中国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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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’的行为发生在后。这种‘中国回应’正是我们要

研究的对象,但它显然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

分……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,我们必须要把它

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。”①费氏等人虽意识

到了中国回应与西方冲击之间存在不对应的一面,
但是从后来的学术发展来看,与西方无关的一面还

是受到美国中国学家一定程度上的忽视。为此,柯
文提出了层带说,即“最外”“中间”及“最内”层带,希
望把“冲击—反应论”放在一个合理的使用范围内。
但是层带说并不能解决上述困境,即使是最适用于

“冲击—反应论”的“最外层带”,也并非所有的中国

回应都只是针对西方冲击,也可能是内部因素的延

续。尤其是在思想领域,随着近代中外交流的频繁,
一部分西方思想或早或迟与中国本土思想融为一

体,难以区分。在此情景下,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及层带

说受到了质疑,而“中国中心观”则相应增添了合理

性,为此学界争论不断。
(二)学界的争议

张朋园于1986年明确表示,自己不赞成“中国

中心观”比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好,内部因素的儒家思想

“应变的能力”“尚难获得答案”②。柯伟林著文首先

肯定了“中国中心观”的价值,但他又说“中国中心

观”对于民国史研究有一定的不适应性。该时期中

外交流频繁,西方对中国很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虽然内部因素也起到了作用,但在对外领域一定是

西方在中国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,在这一标准审视

下,“中国中心观”未必就如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在解释

中国方面“恰是好处”③。周锡瑞既不承认中国发展

“所有动力”来源于中国本土(中国中心观),也不认

为来源于“西方的入侵”(冲击—反应论),他把“中国

中心观”与“冲击—反应论”视为“中国发展论调”的
“两个极端”④。“两个极端”论等于否定了柯文理论

对于战后美国历史编撰学作出的贡献,也使后人无

法理解柯文在“正确方向”上的进步这句话的深意。
这样看来,无论中心在西方还是在中国,都无法获得

学者的认同。
汪熙则从哲学角度指出,中国内部“运动规律”

在“中国发展进程”、方向等方面起到“决定”作用,西
方作为外部因素,无论好坏都须经过中国内部因素

吸收转换,方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。⑤ 柯文赞同

汪熙的观点,指出在近代时期,很多国家虽受西方影

响,但由于内部状况不同,发展结果各有千秋。他还

以近代中日为例说道,虽然两国都受到西方冲击,但
结局迥异,原因就在于两国内部因素发挥了不同作

用。⑥

细究上述观点,显然涉及的都是具体的历史进

程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内部动力与西方冲击之间

的关系,根本无法作出严格的区分,尤其是面对中外

交流频繁的近代中国,柯文的层带说只是一种笼统

的解决方案,无法做到科学的应对。这一点柯文也

很清楚,他说,19世纪中国如何回应西方冲击,由于

牵涉因素众多,必定繁琐庞杂。一些事件具有的重

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,很有可能与西方冲击没有

或少有联系。而另一些事件与西方有关联,但绝不

能简单地把事件归结于“仅仅”是对西方的“回应”,
很可能牵涉到对内部因素的“回应”。所以,“谁为中

心”引来的更多可能是一种无休止的争论和误解。
那么应该如何理解“中国中心观”呢? 这就涉及“中
国中心观”另外一层含义即“历史学家的角度”。

二 、“中国中心观”:“历史学家的角度”下
美国特色史学的反思

  柯文说,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探究美国中国学著

述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:一个是“历史直接参与者

的角度”,另一个是“历史学家的角度”。柯文经常混

用两种角度,但其关注重点却是第二角度,主要探讨

美国中国学家在从事19、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时使

用的框架结构⑦。可见,柯文主要探讨的是史学家

撰写的历史,而非亲历者经历的历史。
(一)美国特色史学的形成及影响

柯文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诸多因素限制史家研究

取向、对象、方法的选择,但最重要的是史家生活学

习的“政治、思想与文化的环境”,其他因素则居于次

位,而外来影响只限于史料等技术领域,理论取向等

方面是受影响最浅的。他举例说,中日史家蒙唯物

史观影响,重视“社会经济”因素探讨,多年后,美国

史家转向类似问题,并非源于中日史学,而是国内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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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冲击。按照柯文的解释,美国史家拥有不同于其

他传统的问题意识,源于美国本土环境的培育,所以

柯文才会明确说道,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主旨是对“普
遍影响美国史学的某些前提假设”展开探究,而不涉

及其他异域史学。他的做法既不是为了拔高美国史

学的地位,也不是为了凸显美国史学独立自主的状

态,更不是否决甚至贬低异域史学传统对美国史学

的冲击,柯文主要是在说明美国史家的问题意识会

将其他外来影响消解、内化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中来。
经此“过滤、加工”,美国史家输出的问题最终会被打

上“美国‘特色’的史学”烙印。① 以此逻辑推演可以

看出,美国史家问题意识催生了美国特色史学的产

生,而美国史家问题意识实质上也富有美国特色,它
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滋养出来的前提假设孕育而

成,所以一些接受其他传统而非美国环境影响的学

人不在柯文讨论之列。柯文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学

人的前提假设一定是美国的,而非其他,柯文的研究

目标也正是这些具有美国特色的前提假设。
柯文认为研究西方介入近代中国后的美国中国

学家,“最严重的问题”是他们脑海中的“种族中心主

义”给史学研究带来的歪曲。② “种族中心主义”也
就是西方中心论,它受史家所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

的影响。在西方中心论笼罩下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以

西方的标准提出问题,并收集中国史料加以回答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式主义做法,答案早已有之,中国

史料的作用只是充当西方问题的注脚。至于问题是

否在中国真实存在过、是否能够增进对中国的理解,
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美国中国学家想从中国研究中

获得什么。③ 显然,评判标准来自西方。这些因西

方文化政治环境影响造成的歪曲,如果要解决它,也
必须从文化政治环境入手。

(二)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尝试:“中国中心观”的

提出

柯文“中国中心观”最核心观点之一,被林同奇

概括成移情说,正是为了纠正文化差异造成的歪曲。
林氏解释道,移情并非让史家赞同研究对象的“思想

感情”,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受研究对象的情感、境况,
进而理解对方。具体到柯文的研究,移情则变成美

国史家神游到中国历史进程中,以中国人的视角感

知中国历史,这种以内部视角观察历史的方法,让美

国史家可以尽量避免先入为主。但要做到这一点,
史家必须能够挣脱所处社会文化思想乃至个人“皮”
的束缚,“钻进”中国 “皮”中去。④

鉴于此,柯文说道,虽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

时段是19、20世纪的中国历史,不可避免要处理中

西方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。但从整个研究历程

来看,柯文持之以恒关注的始终是如何深入地进入

中国人的世界,尽可能以内部视角建构出符合“中国

自己经历的事情”。“尽管说西方人的理解也很重

要”,但西方式问题却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

事件。总之,柯文想要摆脱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研究

的歪曲,用中国人的身心感受中国的过去。笔者认

为这才是理解柯文“中国中心观”的关键点。柯文

说,“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品质”是要求美国史家培养

出源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,但不等于忽视外来因

素的影响,而是要求美国史家在运用源自西方语境

下的理论进行中国历史研究时,不能“削足适履”,而
应该保持“足够的敏感度”⑤。所以柯文对一些概念

极为警惕,反对把西方语境下的概念当作囊括一切

的思想框架。⑥ 他认为“历史学家越是注意到他们

研究的假设深藏于他们对过去提出的问题,他们得

出的结论受到这些假设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就越

小”⑦。
但“中国中心观”摒弃西方标准、注重内部视角

的研究方法,并不能完全消除西方中心论。柯文只

是期许西方史家对歪曲要保持清醒的认识,尽可能

降低歪曲带来的危害,让研究中的“西方中心色彩”
少一些,这对西方史家来说,“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

的”⑧。从这个层面上讲,柯文没有否认“冲击—反

应论”的有效性。不仅如此,“中国中心观”对内部视

角的提倡,还有可能导致忽视局外视角优势的可能。
柯文说很多人指责他“没有看到局外视角的优势。
在此书中,我几乎关注的都是局外视角带来的消极

和歪曲的后果”。后来柯文接受了批评,指出局外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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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“也是阐明真理的一种方式”。从这点看,柯文当

初确实忽视了美国史家局外者的功用,但是正如易

劳逸说的“无论读者是否同意他对书中列举作者的

批评,但是我们从他的书中,是可以得到‘警惕西方

中心论歪曲’的忠告”①。正因为柯文非常清楚局外

视角有很多缺陷,所以注重从内部视角看待中国历

史的“中国中心观”才被其作为纠正局外视角缺陷的

方案提了出来。
总之,柯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审视美国的中国

近代史研究,针对的是美国特色史学。他希望美国

史家一方面能够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历史,另一方

面,在运用西方的理论、概念等时,要注意适应度,而
前者是柯文提倡的重点和核心。

三、选择性与发展性:作为“研究方法集合”的
“中国中心观”

  1984年,柯文提出的“中国中心观”是为了解决

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弊端,具有选择性特征,同时它也

是一种发展中的取向。
(一)“中国中心观”四个特征解析

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,以此标准审视柯文

总结的“中国中心观”的四个重要特征,即“从中国而

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(即
中国的)而不是外部的(即西方的)准绳来决定中国历

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”、中国社会的“横向”
分解、中国社会“纵向”分解、欢迎社会科学等理论在

史学研究中的运用。可以看出,如果没有第一个特

征,其他三个特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。柯文明确说过

第二特征是以“地方为中心”而非中国②。这种取向

是针对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将中国视为整体作出的反思。
第三个特征是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精英史,将视

线转向下层研究。第四个特征,本身无中心可论。
无论后三种取向怎样改变了以往研究模式,如

果没有按照第一特征研究中国问题,也会导致西方

中心论。如美国自由主义史家狄百瑞认为儒家文化

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变化,这与以前否认中国传统的

论调是不同的,但柯文认为狄百瑞的问题意识带有

西方中心论色彩。他指出:“自由主义是一个西方传

统孕育出的概念,所以我认为把它直接用于分析中

国历史问题是不恰当的……我忧虑的是,通过在中

国历史上寻找到一些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现象”,让
“我们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去描述中国历史,实际上却

离真正的中国历史很远。”③虽然狄百瑞的结论一定

程度上改变了成见,但是改变不是目的,主要目的应

是还原真实历史。后来柯文在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新

序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警告。他说,我们在克服中

国缺乏自我革新动力、需要借助西方才能实现现代

化的偏见后,又形成了一种新偏见,即中国“只有符

合西方现代化定义标准发展轨迹”的历史现象才是

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主题。④ 看来,西方中心论并不

仅仅是柯文列举的三种模式———“冲击—反应论”
“传统—近代论”“帝国主义论”,只要是以西方作为

衡量标准都可被视为一种歪曲。
(二)选择性:矫正三种模式弊端的“中国中心

观”
虽然西方中心论不限于三种模式,可柯文依然

将其作为评判对象,只能说明这是有意为之。柯文

说,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一书“选择性是较强的”,它主

要关注19世纪这一时段,因为该时段对柯氏考察

“冲击—反应论”“传统—近代论”具有极为重要的意

义。另外,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评析的学术著述、设定

的问题,也是刻意为之的结果,“它们都只反映一个

历史学家而不是所有历史学家萦回脑际的理论思想

问题”⑤。很多学者批评柯文选择的时间段以及著

作都是刻意的,恰恰是没有注意柯文并不是想写出

一本完全覆盖所有美国中国学著作的论著。这种误

解扩大了“中国中心观”解决问题的范围。柯文总结

出的“中国中心观”是有针对性的。
柯文说“中国中心观”“与其说是单一、清晰的取

向,不如说是林林总总研究方法的集合”⑥。即便如

此,“中国中心观”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

美国中国学家中“日益明显的一组趋向”,这些趋向

一方面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内部发生

的一些变化,另一方面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末70
年代初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中的“反帝与自我批评

倾向”⑦。显然,“中国中心观”反映的是20世纪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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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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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变化,而回应的则是该世纪六七

十年代的变化。
第一种回应体现了美国学界发展的内在理路,

显示了学术思潮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。兹可以魏斐

德为例。我们知道,魏氏的研究风格与美国中国学

的第一、第二代学者不同,这种风格与欧洲社会科学

对史学研究的大举介入有着莫大关系。魏氏就曾说

过他深受“法国的学术风气”的影响,其关于清末广

东社会动态的博士论文正是借助“法国历史学者处

理通俗社会史的方法”,从而使魏氏的研究避开了

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带来的研究主题限制,投入到“地方

史”研究领域。魏氏说,法国年鉴学派注重下层社会

研究,这在精英史盛行的时代意义非凡。费正清就

认为“群 众 性 太 强,太 走 下 层 路 线,总 是 一 事 无

成”①。地方史研究成为一种纠正“冲击—反应论”的
重要取向。

至于第二种回应,柯文说,反越战运动对学人的

影响复杂多变,甚至是相互矛盾的。一种影响是直

接的,以周锡瑞为代表,他们直接用“帝国主义”去阐

释“清末及其民国历史”;另外一种影响是间接的,以
孔飞力为代表。与直接影响相反,在研究中国近世

史时,后者不太看重帝国主义因素,而是走向了以中

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上,打击了“早期美国史学所固

有的思想帝国主义”。“(20世纪)五十年代和六十

年代的西方中心论模式”涉及的正是费正清和列文

森的“冲击—反应论”及“传统—近代论”,而从“中国

本身出发的历史感”则是“中国中心观”的移情,这种

从中国出发的移情给予美国史学“思想帝国主义以

决定性的打击”说的正是一种针对性。②所以我们

可以推测,没有对三种模式的回顾,柯文或许就总结

不出具有针对性解决方法的“中国中心观”。
(三)发展性:没有定于一尊的“中国中心观”
正因为时代的局限,以及“中国中心观”起初的

选择性,所以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,“中国中心观”
除第一个特征外,一定会有其他因素加入其列。柯

文说:“我不认为中国中心观是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内

在一致的方法,它是一组趋向,在(20世纪)70年代

中国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突出。当我探讨这组趋向

时,确实用了方法这个词,不过是单数形式,但是我

告诫人们,这只是为了表述方便……我确实相信中

国中心观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方向,我们应该

继续前行。但是在谈论这个方法时,我用的是开放

的,而不是排他独断的词汇。”③既然是“开放的”,说
明“中国中心观”是可以补益的,这一点柯文非常清

楚,他说:“我在二十年前首次讲述中国中心的研究

取向时———我得马上补充,那时候,从我的角度来

看,我只是将许多学人正在运用的一套研究方法明

确地提了出来,我认为这套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

研究具有积极影响———我刻意地把这套方法和有关

中国过去的研究联系起来。事实上,《在中国发现历

史》一书介绍这种方法的那一章的题目正是‘走向以

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’。”当时“中国中心观”还处于

起步阶段,各方面不成熟,多年后柯文认识到此点而

反思道:在一些历史事件研究中,可能无法使用“中
国中心观”,多数情况下,“中国中心观”“需要和其他

的研究取向互为配合”④。这正是对当初选择性的

一种发展和增补。

结 语

柯文曾说,他非常担心中国史家能否理解美国

史家在从事中国学研究时产生的争论焦点及惯用术

语,能否理解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一书中的观点、问题

对于美国史家的意义。强调史家国别、争论焦点及

惯用术语,柯氏旨在凸显“中国中心观”展现的内部

视角对于美国史家的价值。而要完成内部视角观察

中国的任务,达到历史求真的目的,美国史家只能用

移情去感受和审视,进而发掘真正的中国问题。
柯文对移情方法的运用,变古今问题为中西问

题,企图降低文化差异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造成

的歪曲。所以第一部分探讨的中心问题以及学者的

争议,只能放到移情视角下审视,“关注内部过程和

动力”并非周锡瑞说的两极问题:如果依移情标准,
则关注就是一个中国问题,反之,则依旧是一个西方

式问题。这样看来,以“中国中心观”发掘出的中国

问题,并不是完全摒弃西方,一些问题可能逃脱不了

西方的影响,而另一些则可能与西方毫无关系,它有

两重涵义:其一,必须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经历过的

中国问题;其二,评判标准也必须源自中国。

① 邹羽,徐有威:《我们这一代汉学家:魏斐德教授访谈录》,《史

林》,2008年第4期。

② 柯文:《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新动向》,《复旦学报》,

1981年第6期。

③ PAUlA.COHEN,“StateDominationoftheChinaField:Real-

ityorFantasy? AReplytoRobertMarks”,ModernChina,11
(1985).

④ 柯文著,林同奇译:《在中国发现历史: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

起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60-26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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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vethesameimpactontheexportperformanceofmanufacturingenterprises,andintellectualpropertyroyaltyservicesand
communication,computerandinformationserviceshaveagreaterroleinimprovingtheexportperformanceofmanufacturing
enterprises.③ ThereisheterogeneityintheimpactofChina’sproductiveservicetradecompetitivenessontheexportperform-
anceofenterprisesofdifferentownership.

TheTransformationofMoneyLaunderingPatternsandObligatoryComplianceinCombatingOrganizedCrime
CaiJun,PanZhiyuan

As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limitedresourcesforanti-moneylaunderingandtheincreasinglyvaryingactivitiesof
moneylaundering,theregulatorymodelforcombatingmoneylaunderinginorganizedcrimehasgraduallyshiftedfrombeing
“rule-based”to“risk-based”.Underthe“risk-based”anti-moneylaunderingregulatorymodel,obligatedinstitutionsshouldsci-
entificallyassesspotentialmoneylaunderingrisksintheprocessofcombatingorganizedcrimemoneylaundering,takinginto
accountthecriminalcharacteristicsoforganizedcrime,andreasonablyallocateregulatoryresources.Theinterpretationandap-
plicationoftheanti-moneylaunderingprovisionsintheAnti-OrganizedCrimeLawshouldbecombinedwiththeAnti-Money
LaunderingLawandrelevantlegalnorms.Includingtheregulationofmoneylaunderingbycriminalorganizationswithinthe
scopeofanti-organizedcrimemoneylaunderingobligationsalignswiththepracticalneedto“cutoffthemoneyflowandblood
supply”oforganizedcrimeandalsoreflectstheintentoftheAnti-OrganizedCrimeLaw,withoutconflictingwiththeexisting
provisionsoftheAnti-MoneyLaunderingLaw.TheAnti-OrganizedCrimeLawimposesobligationsonobligatedinstitutionsre-
gardinginformationdisclosureandpropertyrestrictionsforanti-moneylaunderingpurposes.Basedontherequirementsofthe
“risk-based”anti-moneylaunderingregulatorymodel,thekeytofulfillingtheformerliesinthepriorimplementationofthe
threecoreanti-moneylaunderingobligationsstipulatedintheAnti-MoneyLaunderingLaw,whilethelattershouldbedistin-
guishedfromthetemporaryfreezingmeasuresstipulatedintheAnti-MoneyLaunderingLaw.

FurtherDiscussionontheSingleSystemSchemeofChina’sCriminalParticipationSystem YuanFang
ToanswerthequestionoftheattributionofChina’scriminalparticipationsystem,itisnecessarytocombineitwiththe

currentlegislationandjudicialpracticeofjointcrimesinChina.InterpretingChina’saccomplicelegislationasasystemofattri-
butionordualdistinctionisnotonlytheoreticallyinconsistent,butalsodifficulttomeetpracticalneeds.Fromtheperspective
oflegislativeperformance,theunitarysystemismorecompatiblewithChina’sCriminalLaw;Injudicialpractice,theconvic-
tionandsentencingapproachadoptedbyjudgesisconsistentwiththesinglesystem.Asforthecriticismofthesinglesystem
that“underminestheclarityoftheconstituentelements”and“leadstoroughsentencing”,bothareduetoaone-sidedunder-
standingofthesinglesystem.Basedontheexaminationofsubstantivelawandjudicialtheory,itisadvisableforChina’scrimi-
nalparticipationsystemtoadoptasinglesystemplan.

“TheGoldenBellSong”andtheVanishedBigGoldenBell GeBencheng
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,alargebelloftheJinDynastywaspreservedinMinglunCampusofHenanU-

niversityinKaifeng,whichwasusedasanantiqueforteachersandstudentstoobserve.Thisbellwascastbythetimeofthe
EmperorXuanzongofJin,thatis,duringtheperiodthatJinreformedBianjingasNanjingandKaifengasthecapital.Thebell
witnessesthestruggleandinteractionbetweenJin,Song(SouthernSong)andYuan,whichisastrongevidencethattheJin
DynastyoncemoveditscapitaltoKaifeng.Itsinscriptionsarerichininformation,whichcanformmutualevidencewiththerel-
evantrecordsintheGoldenHistoryandotherdocuments,andhavehighhistoricalandculturalrelicsvalue.However,afterthe
outbreakoftheAnti-JapaneseWar,HenanUniversitywasforcedtomoveinside,thecampuswasoccupiedbytheinvading
Japanesearmy,andtheancientbellasapreciousculturalrelicdisappeared.Althoughthe“GoldenBellSong”writtenbythe
scholarswhosawandstudiedthebellatthattimeisapoem,itpreservesusefulinformationaboutthelargebellintheJinDy-
nastyandprovideshistoricalcluesforpeopletounderstandtheculturalrelic.

RethinkingtheEffortsofAmerican“Characteristic”Historiography:AnAnalysisofCohen’s“China-centeredApproach”
WangRui

Cohenemphasizestheidentityofthe“Americanhistorian”andemphasizesthe“characteristic”historiographyoftheUnit-
edStates,aimingtohighlightthevalueofthe“internalperspective”or“empathy”approachshownbythe“China-centeredAp-
proach”toAmericanChinesescholars.AsanAmericanhistorianwhoisdeeplyinfluencedbyhisowncountry’spolitical,cul-
turalandhistorical,whenhestudiesforeignculturesasChinesehistory,andneedstocompletethetaskofobservingChina
froman“internalperspective”andachievethegoalofseekingtruth,hecanonlyusethe“empathy”tofeel,examineandthen
discovertheproblemwhichreallybelongstoChina.AsCohenemphasizestoobserveChinesemodernhistorywith“internal
perspective”,measurethefourcharacteristicsofthe“China-centeredApproach”withthisstandard,wecanseethatwithout
thefirstfeature,theotherthreecharacteristicswilllosethevalueofexistence,andthisreflectstheeralimitationsofthe“Chi-
na-centeredApproach”.WiththedevelopmentofChinaStudiesintheUnitedStates,someotherfactorshasaddedtoimprove
thelackof“China-centeredApproach”.

IWesternInterpretationandInterpretationofRussianPoetry LiuWenfei
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RussianPoetryofMichaelWachtel,professorofPrincetonUniversity,US,isamono-

graphonRussianpoetry,writtenbyawesternslavistandmainlyfortheEnglishaudience,hasavaluablesignificanceforus.
The“westernview”oftheauthor’sunderstandingandinterpretationofRussianpoetrycouldgiveusmanyreferenceandhel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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